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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
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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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对全球气候治理极为重要，其驱动机制是“减排”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特征和驱

动模式进行聚类研究，揭示不同省域的模式相似性与差异性，对于各省域的 “双碳”目标达成和路径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和现实

支撑。 研究采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碳排放量及社会经济数据，从聚类分析角度探讨了中国省域碳排放的趋势及驱动模式，基于偏

最小二乘法（ＰＬＳ）模型的归因结果，识别不同省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的贡献度和敏感性，进一步探寻省域减排方案。 研究表

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碳排放以 ４９９．２５ｍｔ ／ ａ 的速率上升，呈低位平缓波动－大幅上升－高位缓慢波动的趋势变化，省域碳排放呈北

高南低、东高西低格局。 ②省域碳排放模式具有差异性，北京、天津等为低起点低速发展类，趋势呈扁平“Ｓ”型；吉林、新疆等为

低起点高速发展类，呈上升“Ｓ”型；河南、广东等为中起点高速发展类，呈扩张“Ｓ”型。 山东、山西为高起点超高速发展类，呈指

数“Ｓ”型。 ③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子的贡献度和敏感性存在空间差异。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消耗等对碳

排放的贡献度较高，其中地区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年底非农人口比例、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等是碳排放的主要贡

献因子。 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科技发展、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强。 ④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模式的分异性较为明显，同类驱动模

式省域多在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集聚”现象。 因此，不同省域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其碳排放的发展规模及驱动机制的

差异，实现地区发展和减排 “两手抓”的同时利用地区优势，资源互通、交流合作，加强省域间碳排放的“共治”，进一步促进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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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ｏ ＧＤ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ＧＤＰ．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ｄｕａｌ ｇｒａｓｐ”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Ｌ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ＩＰＣＣ） 第四次全球气候评估中指出，全球变暖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人类活动及温室气体的大量排

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ＣＯ２作为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与全球气候变暖息息相关［２］。 节能减

排一直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３—４］，政府在 ２０２０ 年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而该目标的实现

既要基于“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布局，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因地制宜考虑不同省域

间的经济发展、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这一客观现实，确保不同省域的“碳减排”政策

和具体措施的落地［５—６］。 而如何确保不同省域的“碳减排”政策更高效的提出，这对中国省域的碳排放模式

分类研究有着不小的要求。 因此，对不同省域进行碳排放分类的研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推进作

用，通过 “共建共治”，进一步减少省域的碳排放已刻不容缓。
基于上述背景，“低碳”、“减排”等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 在区域碳排放量估算研究方面，学者

９５５４　 １１ 期 　 　 　 义欣　 等：聚类分析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们多基于统计数据［７］、栅格数据［８—９］ 等，通过系数估计法［１０—１２］ 等对碳排放进行测度。 在碳排放时空格局方

面，大多学者认为碳排放的总体呈现增长趋势［１３］，各地区的碳排放趋势的空间异质性较为明显［１４—１５］。 在碳

排放特征分类方面，郝瑞军等发现碳排放在地级市水平存在高值聚集或低值聚集现象［１６］。 曹俊文等通过对

北京、上海等的碳排放进行特征分类来探寻减排路径［１７］，但对其分类主要以脱钩指数为主。 以上研究在区域

碳排放发展特征聚类及差异性的研究上存在部分局限性，而省域碳排放模式聚类研究的缺乏，可能导致各地

区忽视其碳排放的区域联动性，这既不利于区域间的碳排放相关资源互通，也不利于碳排放“共治”政策的颁

布与实施。 从碳排放归因模型来看，多以空间杜宾模型［１８］、Ｋａｙａ 恒等式［１９］、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ＬＭＤＩ 分解法模

型［２０—２１］等为主，同时随着相关研究的拓展，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２２］、流体动力学模型［２３］ 也逐渐用于碳排放驱动

分析。 此外，还有学者基于 ＯＬＳ、决策树、ＢＰ 神经网络［２４—２５］ 模型等来研究并预测碳排放的变化趋势。 然而，
区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相关研究基于城市化水平、政策、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增

长、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分别研究了陕西［８］、江西［２６—２７］、甘肃［２８］、湖南［２９］、河北［３０］ 等省域的碳排放驱

动机制，驱动结果具有明显地域分异性。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区域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优化

以及能源消费下降能够抑制碳排放的增加［３１］，但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现

有研究多从部分省域开展碳排放的归因分析，或基于不同的影响因素，或采用不同方法对碳排放机制进行分

析探寻，缺乏在同一准则层面上对省域碳排放机制的分类研究，这也致使其驱动因素的贡献度和敏感性的整

体性和异质性不能客观对比分析，同时也忽视了不同省域的碳排放驱动模式的相似性对联合减排政策制定与

实施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 ３０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因数据受限原因，未包括西藏自治

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等相关指标，在分析碳

排放的整体变化的基础上，基于聚类分析的视角对中国省域的碳排放格局进行研究。 借助偏最小二乘法模型

（ＰＬＳ）进行驱动因素分析，通过贡献度和敏感性识别并对碳排放的驱动模式进行聚类，以揭示不同地区碳排

放的驱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进而为推行阶段化的减排措施和提升实施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碳排放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 ３０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等省域的碳排放量作为研究对象（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
暂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省域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

数据库 （ＣＥＡＤ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ａｄｓ．ｎｅｔ ／ ｄａｔａ），该数据通过表观排放核算法计算得出，其具有统计口径一致

的优势［３２—３５］。
１．２　 排放驱动因子选取及处理

碳排放驱动因子选取及处理碳排放驱动机制较为复杂，一般的线性结构较难解释其内在机理，驱动因子

选取和驱动模式界定一直是研究难点。 系统动力学是认识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具有交叉性的学科，对解决复

杂系统的非线性问题具有较大优势［２３］。 在对系统内部机制及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系统

因果反馈回路进行因素的简化可得到较好的研究效果。 故本文参考目前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基
于系统动力学进行驱动因素的信息流分析并提取其主要驱动因素，将其转为线性结构，进一步通过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科技发展、能源消耗、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来探究省域碳排放的驱动机制［１６—２３］（图
１），研究所用到的地区 ＧＤＰ ［１９—３０］、地区能源消费总量［２０］、专利授权批准量合计［２３］、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二级指

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地区 ＧＤＰ 增长量［２３］、人均

ＧＤＰ ［３０］、各级产业占比 ＧＤＰ ［１４］、城镇年底非农人口比例［３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

数比例、工业废水与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２３］等由基础数据计算得出。 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相应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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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碳排放驱动因子选取流体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ｕｉ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又称为群分析，“类”是其相似元素的集合。 系统聚类法可将多种类由多变少，其聚类原则决定

于数据间的距离及类间距离的定义［３６］。 由于碳排放及其驱动模式过程较为繁杂，多数研究仅单一考虑碳排

放数据的类间距离分类而不考虑类中的样本个数［３７］，这难以实现碳排放研究的数据聚类目的。 与其它根据

距离定义的聚类方法相比，重心法聚类分析能将每一类中包含的数据个数都考虑在内［３８］，故本文基于标准欧

式距离的重心法对碳排放数据、碳排放驱动系数分别进行聚类，以各省域的碳排放量进行碳排放模式聚类，结
合碳排放驱动方程中各因子的标准化系数进行碳排放驱动模式聚类研究。 重心法聚类分析的基本步骤和原

理表述如下［３９—４０］：
步骤 １：以标准欧式距离作为样本间的距离，以两类重心间的距离作为类间的距离，其中每类的重心为该

类样本的均值。
步骤 ２：计算 Ｎ 个样本两两之间的距离，得到距离矩阵。
步骤 ３：构造 Ｎ 个类，每类只含有一个样本。
步骤 ４：合并符合类间距离定义要求的两类 Ｇｐ 和 Ｇｑ 为一个新类 Ｇｒ 。
步骤 ５：计算新类与当前各类（如）的距离。 全部个体聚为一类聚类终止，转到步骤 ６，否则回到步骤 ４。
步骤 ６：画出聚类谱系图。

１．３．２　 偏最小二乘法（ＰＬＳ）模型

ＰＬＳ 集中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的优点。 本文基于 ＰＬＳ 模型得出各省

域的碳排放驱动方程。 基于典型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首先寻找自变量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关系，然后从

中提取成分，它既是自变量的线性组合也能最大程度地携带相关的数据变异［４１—４２］。 假定估计量 Ｙ ＝ Ｂ ｔ１ ，再

１６５４　 １１ 期 　 　 　 义欣　 等：聚类分析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在对 Ｙ 有最大解释能力即达到最大相关度下实施 Ｙ 对 ｔ１ 的回归，得到

Ｙ ＝ ＢＰＬＳ ｔ１ ＋ ｅＹ （１）
最后进行交叉有效性检验，如果方程未达到满意的精度，则利用自变量和 Ｙ 被 ｔ１ 解释后的残余信息 ｅＸ 和

ｅＹ 进行第二轮成分提取，一直达到满意精度。 最终，若通过交叉有效性检验的成分个数为 ｍ，则估计量：

Ｙ∗ ＝ ∑
ｍ

ｉ ＝ １
ＢＰＬＳｉ ｔｉ （２）

再还原成关于原始变量的回归方程：
Ｙ ＝ ＢＰＬＳＸ ＋ ｅＰＬＳ （３）

以上最终方程中， Ｙ 是碳排放量矩阵， Ｘ 是驱动因子矩阵， ＢＰＬＳ 是驱动系数矩阵， ｅＰＬＳ 是常数项矩阵。
１．３．３　 贡献度及敏感度识别

基于 ＰＬＳ 得出的各省域的碳排放驱动方程，对驱动因子进行贡献度和敏感性分析。
（１）贡献度

因子贡献度表示某一指标对结果的影响程度［４３—４４］。 不同驱动因素贡献度能说明其对碳排放的解释力

度，亦有助于诠释驱动因素的空间差异性。 各省域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相对贡献度计算公式如下：

Ｗｉｊ ＝
βｉｊ × 􀭵Ｘ ｉｊ

∑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βｉｊ × 􀭵Ｘ ｉｊ

（４）

式中 ｍ＝ ３０，ｎ＝ １４，Ｗｉｊ 为研究时段内驱动因子 ｊ 对 ｉ 省碳排放的贡献程度， βｉｊ 是 ｊ 因子对 ｉ 省碳排放驱动系

数绝对值， 􀭵Ｘ ｉｊ 表示该驱动系数对应的自变量的平均值。
（２）敏感性

敏感性分析是通过逐一改变相关变量数值的方法来解释碳排放受这些因素变动影响大小的规律［４５］。 若

某参数的小幅度变化能导致经济效果指标的较大变化，则称此参数为敏感性因素，反之则称其为非敏感性因

素［４６］。 本文使用偏导求解对驱动方程函数进行相关变量的敏感性分析，能更精准的确定各因子对碳排放量

的影响状况，研究碳排放对各因子变动的灵敏性程度及其响应机制。 对某一驱动因子进行碳排放的敏感性分

析公式如下：

ｆ ′ ｘ( ) ＝

Ｙ２ － Ｙ１

Ｙ１

ｘ２ － ｘ１

ｘ１

＝ ∂Ｙ
∂ｘ

＝ ∂ｆ Ｘ( )

∂ｘ
（５）

式中：Ｙ 为某省的碳排放量，Ｙ１ 为前一阶段的碳排放量，Ｙ２ 为后一阶段的碳排放。 ｘ１ 为前一阶段的驱动因子

量，ｘ２ 为后一阶段的驱动因子量，ｆ（ｘ）为碳排放驱动方程，ｆ ′（ｘ）为碳排放对驱动因子 ｘ 的敏感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分析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外）碳排放量呈现低位平缓波动⁃大幅上升⁃高位缓慢波动的变化趋

势，省域碳排放呈现北高南低和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图 ２）。 中国总体碳排放量以 ４９９．２５ｍｔ ／ ａ 的速率上升，
其碳排放量的年增长率最高值为 ０．１７４，最低为－０．０３３７，中位数为 ０．０４６。 通过中国总体碳排放量每年的增长

率的四分位数分布来看，有 ２５％研究年份的增长率不超过 ０．０２，有 ２５％研究年份碳排放量增长率大于 ０．１２。
同时，碳排放量增长率多集中在 ０ 至 ０．１５ 的增长率区间内。 从时间来看，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 中国碳排放量以

６１．５９ｍｔ ／ ａ 的速率增加，呈低位平缓波动。 ２００３ 到 ２０１２ 年期间，中国碳排放量以 ７０８．３６ｍｔ ／ ａ 的速率大幅上

升。 ２０１３ 年中国碳排放后呈高位缓慢波动的趋势。 从各省域的碳排放趋势来看，２０１３ 年以前各省域的碳排

放皆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是省域碳排放趋势分异的起始段，中国总体碳排放的上升幅度开始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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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而各省碳排放趋势开始突显差异。 ２０１６ 年后多数省域碳排放趋势平缓甚至呈现轻微下降趋势。 从空

间来看，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多数北方省份的碳排放高于南方地区。 山东、辽宁、江苏、河南等东部地区的碳

排放普遍较高，而青海、云南、宁夏等西部地区的碳排放较低。 同时，沿海地区的碳排放普遍高于内陆地区。
由此来看，中国碳排放增长特征明显而不同省域碳排放趋势的时空差异显著，省域碳排放间的相似性与差异

性并存。

图 ２　 中国碳排放发展趋势及规模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２　 中国省域碳排放模式聚类分析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增长幅度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基于聚类分析视角，识别不同省域间碳排放模

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本研究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对省域碳排放进行“标准欧氏距离－重心法”的聚类分析，依据碳

排放数额和趋势的不同将 ３０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碳排放发展规模进行分类研究（图 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模式可分为：低起点高速发展类、低起点低速发展类、中起点高速发展类、高起点超高速

发展类。 其中，海南、青海、北京、天津、重庆、江西，甘肃、福建、云南、广西、宁夏等碳排放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均

属于低值，同时涨幅偏低，增长趋势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缓慢，呈现扁平“Ｓ”型。 该类地区碳排放量平均涨幅

均不超过 １１ｍｔ ／ ａ，其中青海的平均涨幅最小约为 １．５ｍｔ ／ ａ。 吉林、湖南、贵州、安徽、湖北、四川、新疆、上海、陕
西等为碳排放低起点高速发展类，其增长趋势呈现上升“Ｓ”型。 该类的平均涨幅最高涨幅约为 ２４．２４ｍｔ ／ 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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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趋势及模式聚类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新疆、吉林、上海外，其余省份均分布于中部地区。 河北、辽宁、江苏、内蒙古、黑龙江、浙江、河南、广东等省域

为碳排放中起点高速发展类，该类的碳排放量平均涨幅较高，碳排放发展趋势呈现扩张“Ｓ”型，其中内蒙古碳

排放的增长趋势最高，约为 ３９．３５ｍｔ ／ ａ。 该部分省域多数集中于北方地区，空间上表现为除广东省外有着较为

明显的碳排放发展的集聚现象。 山东、山西两省碳排放起点均大于 ２３０ｍｔ，研究期内其增长趋势较迅猛，平均

涨幅分别为 ４４．５４ ｍｔ ／ ａ、６６．７８ｍｔ ／ ａ，属于碳排放高起点超高速发展类，其碳排放发展趋势呈现指数“Ｓ”型。 这

可能与该地区的煤炭开采等重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总体来看，我国多数省份的碳排放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同类碳排放模式的空间集聚现象较为突出。 同时，

碳排放分布和趋势的不均衡性较为明显。 黄河流域的山东、山西两省的碳排放趋势比较迅猛，远高于其它省

域，而与之相邻的河南、安徽、江苏等则比较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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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趋势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地域间的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解释力度的大小和

异同，进一步探究省域碳排放的驱动机制。 对此，本研究基于 ＰＬＳ 模型求解的各省域碳排放驱动系数，进一

步模拟分析驱动因素的贡献度及碳排放对其的敏感度。

图 ４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子贡献度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１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素贡献度分析

碳排放格局和演变是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差异等原因，不同省份

碳排放驱动因子的解释力度也各不同（图 ４）。 经济发展对山东、广东、黑龙江、江苏、辽宁、四川、湖北、福建、
甘肃、青海等省域碳排放的贡献度较大。 其中，地区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对黑龙江、湖北、江苏、辽宁等省域的碳排

放的贡献度都属于高值。 产业结构对河北、新疆、河南、贵州、云南、重庆等地碳排放的贡献程度明显，主要以

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第三产业占比 ＧＤＰ 为主。 河北省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约占 ５５％。 重庆碳

排放的贡献因子中第三产业占比 ＧＤＰ 对碳排放的影响度最大，为 ２１．８３％。 人口增长对于宁夏、内蒙古等地

碳排放的贡献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大。 江苏省的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贡献度是所有研究区内的最小值，约
为 ０．０１％。 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贡献以吉林、陕西、山西等地最为突出。 其中，吉林的城镇年底非农人口比

例对碳排放的贡献度为 ５９．０９％，在本文研究区内达到最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年底非农人

口比例的上升，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各类资源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也随之加大。 能源

消耗对河南、内蒙古、上海、安徽、江西、北京等地的碳排放影响较大，其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度都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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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其中北京的地区能源消耗总量对碳排放影响度最大，约占 ３６．７２％。 科技发展对于碳排放量的解释力

度在上海、北京两地最大。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数比例对北京碳排放影响力度约 ２２．８０％，上海次之。 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ＧＤＰ 对上海、贵州、安徽、河南等省的碳排放影响力度属于前列。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解

释度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小，各地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对其碳排放的影响度都属于低值。 全国范

围来看，宁夏、广东、内蒙古、陕西、北京等地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对碳排放

的贡献较高。
综上所述，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从一级指标来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

市化水平与能源消耗等对碳排放的贡献度较高。 从二级指标来看，地区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
第三产业占比 ＧＤＰ、城镇年底非农人口比例、地区能源消耗总量是我国各省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子。 同时第

一产业占比 ＧＤＰ、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数比例等对不同省域的碳排放的贡献存在分异性。 而地区 ＧＤＰ 增加

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等对碳排放的贡献程度较小，但仍然不可忽视。
２．３．２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素敏感性分析

贡献度识别到某一驱动因素对于碳排放的总体贡献情况，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通过对驱动方程的系数测

算与识别，逐一找出对碳排放指标有促进或抑制作用的驱动因素及其敏感程度，有益于更进一步揭示研究期

间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具体分异规律。 对此，本文基于碳排放驱动方程（表 １—４），进一步探究不同省域碳排放

对各驱动因子的敏感性。

表 １　 中国省域碳排放低起点低速发展区驱动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ｏｗ 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驱动方程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海南
Ｙ＝ ０．０２１Ｘ１＋０．０３Ｘ２－０．００２Ｘ３－２３８．７３Ｘ４＋１６．３１４Ｘ５－２６．８２４Ｘ６＋１．１５９Ｘ７－６７．６９６Ｘ８＋０．０１９Ｘ９－０．０００３１６Ｘ１０－３１．３４２Ｘ１１＋

１０７．４８６Ｘ１２＋４２２８．０６５Ｘ１３－１０１５．１７１Ｘ１４＋１０２．４８１

青海
Ｙ ＝ ０．３３２Ｘ１ －０．０８４Ｘ２ －０．０１７Ｘ３ ＋４１８．０４７Ｘ４ ＋５７３．２４７Ｘ５ －１３．２７３Ｘ６ ＋４．８０４Ｘ７ ＋１００．５１４Ｘ８ －０．０１７Ｘ９ －０．０００４７１Ｘ１０ ＋１２４．０８２Ｘ１１ －

１６４．５０８Ｘ１２－３２２５．３９３Ｘ１３＋７２３１．１７９Ｘ１４－３６２．１６６

北京
Ｙ＝ ０．０００１５６Ｘ１－０．０００４３６Ｘ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Ｘ３－１０７９．２１６Ｘ４＋５７．８３７Ｘ５＋１４．４７Ｘ６＋０．５９７Ｘ７＋７２．０７９Ｘ８＋０．０２２Ｘ９＋０．００００２８Ｘ１０－

２６２．５４７Ｘ１１＋５０７．７８３Ｘ１２－５２１０．８２６Ｘ１３＋１１６０５．６２４Ｘ１４－６４．３８５

天津
Ｙ＝ ０．０１４Ｘ１＋０．０１８Ｘ２－０．００４Ｘ３－９０．６２３Ｘ４＋１４７．６９１Ｘ５＋２７１．６３Ｘ６＋３．４８１Ｘ７＋７９．４０３Ｘ８＋０．０２５Ｘ９＋０．０００５２７Ｘ１０＋４２７．５７８Ｘ１１＋

３５８．０５Ｘ１２＋４６．８９９Ｘ１３－４９９４．６０１Ｘ１４－２３０．６８９

重庆
Ｙ＝－０．０１Ｘ１＋０．００９Ｘ２＋０．００１Ｘ３－３１．９３７Ｘ４ ＋２５５．６４２Ｘ５ ＋３２４．１６６Ｘ６ ＋６．２２３Ｘ７ ＋２５７．６４１Ｘ８ ＋０．００７Ｘ９ ＋０．０００１７７Ｘ１０ ＋１１６．５５８Ｘ１１ －

８８４．０２９Ｘ１２＋５８９９．１８５Ｘ１３－４５８９．３０６Ｘ１４－２８８．６４９

江西
Ｙ＝－０．０１Ｘ１＋０．００６Ｘ２＋０．００４Ｘ３－１０１．９９１Ｘ４－８８．７０３Ｘ５－６７．１７８Ｘ６－０．４７４Ｘ７－１４４．６０４Ｘ８＋０．０２６Ｘ９＋０．００００２７Ｘ１０－５３．８８４Ｘ１１＋

６５０．０４３Ｘ１２－１３０２．２２Ｘ１３－２８５５．３２８Ｘ１４＋１１８．４７７

甘肃
Ｙ＝－０．０５９Ｘ１＋０．００８Ｘ２＋０．０１６Ｘ３－８２．７９７Ｘ４－９９．２９５Ｘ５－９９．５３４Ｘ６－３．４６Ｘ７－１７３．７９８Ｘ８＋０．０２Ｘ９＋０．０００３２６Ｘ１０＋１５７．４６１Ｘ１１－

６３．４９６Ｘ１２＋６８２．６７１Ｘ１３－３９２８．４１４Ｘ１４＋１７５．６３８

福建
Ｙ＝－０．０５１Ｘ１－０．００２Ｘ２＋０．０２３Ｘ３ －８８３．０１９Ｘ４ ＋１７．２４１Ｘ５ －４９７．３８４Ｘ６ ＋７．０６３Ｘ７ ＋５．７４５Ｘ８ －０．００８Ｘ９ ＋０．０００３８２Ｘ１０ ＋３８０．２２５Ｘ１１ －

３２１４．３９３Ｘ１２＋１２１７８．５１３Ｘ１３＋１１６５８．６４６Ｘ１４＋３２５．６７１

云南
Ｙ＝－０．０３１Ｘ１＋０．００７Ｘ２＋０．０１Ｘ３ ＋７６．７１７Ｘ４ ＋５２５．７８４Ｘ５ ＋７６１．２７２Ｘ６ ＋４．１５８Ｘ７ ＋１０．４９９Ｘ８ ＋０．０２８Ｘ９ ＋０．００１０９３Ｘ１０ －８８９．２１７Ｘ１１ ＋

１３７１．４２２Ｘ１２－４７５５．４１８Ｘ１３－９５９８．８４９Ｘ１４－５９１．７６９

广西
Ｙ＝－０．０２６Ｘ１－０．００５Ｘ２＋０．０１７Ｘ３－５１６．０７９Ｘ４－４０８．００５Ｘ５－２９６．２５５Ｘ６－１３．７４Ｘ７－７９２．５２６Ｘ８＋０．０３５Ｘ９ －０．０００２４５Ｘ１０ －５０３．２２２Ｘ１１ －

１３７９．７５９Ｘ１２－２１３５．３３２Ｘ１３＋６７６９．０５９Ｘ１４＋６７６．０９２

宁夏
Ｙ＝－０．０４３Ｘ１＋０．０３７Ｘ２＋０．００５Ｘ３－１１６．４５８Ｘ４＋２２．４２２Ｘ５＋６８．４２４Ｘ６＋５．９６５Ｘ７＋１１６．４Ｘ８＋０．０１３Ｘ９＋０．００１３５Ｘ１０－３２９．４７２Ｘ１１－

６０４．１８２Ｘ１２＋４２５５．８０５Ｘ１３－４２２．４９９Ｘ１４－９２．０３５

　 　 Ｙ 为碳排放量，Ｘ１ 为地区 ＧＤＰ，Ｘ２ 为地区 ＧＤＰ 增加量，Ｘ３ 为人均 ＧＤＰ，Ｘ４ 为第一产业占比 ＧＤＰ，Ｘ５ 为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Ｘ６ 为第三产业

占比 ＧＤＰ，Ｘ７ 为人口自然增长率，Ｘ８ 为城镇年底非农人口比例，Ｘ９ 为地区能源消耗总量，Ｘ１０为专利授权批准量合计，Ｘ１１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

人数比例，Ｘ１２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ＧＤＰ，Ｘ１３为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Ｘ１４为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６６５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２　 中国省域碳排放高起点超高速发展区驱动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驱动方程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山东
Ｙ＝ ０．０５８Ｘ１－０．０１１Ｘ２－０．０５２Ｘ３－１８２８．７６Ｘ４＋１０４７．６９５Ｘ５＋３３５．０９２Ｘ６＋６．０６７Ｘ７－１０６８．４３Ｘ８ ＋０．０１９Ｘ９ ＋０．０００４３２Ｘ１０ ＋１１６．８８１Ｘ１１ －

６４００．９７９Ｘ１２＋１７３２９．７８２Ｘ１３＋８６３２．７３３Ｘ１４＋１９８．１５８

山西
Ｙ＝ ０．１９９Ｘ１－０．０４４Ｘ２－０．０６６Ｘ３－２５１３．３９１Ｘ４＋５５５．２６２Ｘ５－２７０７．２６６Ｘ６＋９１．０７４Ｘ７＋８６７６．２５８Ｘ８－０．０８１Ｘ９＋０．０１１７２７Ｘ１０－

１７５．３７８Ｘ１１＋２４４６３．１５６Ｘ１２＋４８１３．５６２Ｘ１３－１３９７２１．５４３Ｘ１４－２２８３．２６８

表 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低起点高速发展区驱动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驱动方程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吉林
Ｙ＝－０．０２９Ｘ１－０．０１６Ｘ２＋０．０１１Ｘ３－２７３．３１５Ｘ４－１８０．８８６Ｘ５＋２３８．９３３Ｘ６－９．０６６Ｘ７－２９５５．９７Ｘ８＋０．０２４Ｘ９－０．００１２２３Ｘ１０－

１１５９．４０４Ｘ１１－５９４．８８４Ｘ１２＋４１１１．９０３Ｘ１３－５１４５６．５６４Ｘ１４＋１７１６．２１

湖南
Ｙ ＝ ０．００４Ｘ１ －０．００８Ｘ２ －０．００１Ｘ３ －２８５．２６４Ｘ４ ＋１３５．９６１Ｘ５ －３０９．５３Ｘ６ －２．５０５Ｘ７ ＋２１８．９７６Ｘ８ ＋０．０１１Ｘ９ －０．０００７０４Ｘ１０ －２３５．８０６Ｘ１１ －

１１８３．７２２Ｘ１２＋４３２．７０４Ｘ１３＋５６６．７９９Ｘ１４＋１５１．７４６

贵州
Ｙ＝－０．０２４Ｘ１＋０．０５５Ｘ２＋０．００７Ｘ３＋１７７．４３１Ｘ４＋５７８．３９３Ｘ５＋２１９．８３８Ｘ６ －０．６９２Ｘ７ ＋９０．３６１Ｘ８ ＋０．０１７Ｘ９ －０．００１４５２Ｘ１０ －６１２．０８１Ｘ１１ ＋

３５３７．６９１Ｘ１２＋３１０８．５４７Ｘ１３＋３２２６．７３９Ｘ１４－４８３．７９１

安徽
Ｙ＝－０．００８Ｘ１＋０．００５Ｘ２ ＋０．００４Ｘ３ －１７．１０３Ｘ４ －２２６．６２３Ｘ５ －２８３．９３１Ｘ６ －０．５６３Ｘ７ ＋３１．６５Ｘ８ ＋０．０３Ｘ９ ＋０．０００１２８Ｘ１０ －１５４．５３８Ｘ１１ ＋

３１８９．１１６Ｘ１２＋１１９３３．６２５Ｘ１３＋２１６２．７１４Ｘ１４＋８９．１７９

湖北
Ｙ ＝ ０．０５１Ｘ１ ＋０．０１１Ｘ２ －０．０３３Ｘ３ －２１５．３５２Ｘ４ ＋５１６．７１２Ｘ５ ＋２１５．１６４Ｘ６ ＋９．２９Ｘ７ ＋３０１．６３４Ｘ８ ＋０．０１５Ｘ９ －０．０００１８０Ｘ１０ ＋４０３．１１９Ｘ１１ －

１７９９．６２７Ｘ１２＋５８９．８５５Ｘ１３＋１６９０７．５４７Ｘ１４－３７７．７５１

四川
Ｙ＝ ０．０６８Ｘ１－０．００９Ｘ２－０．０５２Ｘ３＋１３２６．６８８Ｘ４＋１６０６．０２５Ｘ５＋９１６．８４５Ｘ６－６．３８６Ｘ７－２４６．６５９Ｘ８＋０．０１８Ｘ９＋０．０００６９５Ｘ１０－

１５３６．９６６Ｘ１１－１９３６．７３Ｘ１２＋１６２１８．２０９Ｘ１３－９５３２．１２Ｘ１４－１１６１．４３８

新疆
Ｙ＝－０．０３３Ｘ１－０．００７Ｘ２＋０．０１４Ｘ３＋１２６５．８８１Ｘ４＋１１５２．０６１Ｘ５＋１０６２．６０４Ｘ６－１０．１８５Ｘ７－３７７．１３３Ｘ８＋０．０１４Ｘ９－０．００５４０２Ｘ１０＋

２６７．６３７Ｘ１１＋１０８６．１５６Ｘ１２－６３５８．７１９Ｘ１３＋５６２７．６０５Ｘ１４－９９１．０９６

上海
Ｙ＝－０．００４Ｘ１＋０．００４Ｘ２＋０．００１Ｘ３－４７１４．９９２Ｘ４＋６０．１３４Ｘ５－７．１９７Ｘ６－７．８８８Ｘ７＋１５．４１Ｘ８＋０．０２Ｘ９－０．０００２０４Ｘ１０－４６１．８７９Ｘ１１＋

３８１８．５９８Ｘ１２＋４０００．７０２Ｘ１３＋６２２４．６０６Ｘ１４－５０．７２９

陕西
Ｙ＝ ０．００４Ｘ１－０．０１５Ｘ２＋０．００１Ｘ３＋１１８０．０２９Ｘ４－１０６．５４６Ｘ５－４８７．９５８Ｘ６ ＋２５．９４６Ｘ７ ＋２８９８．３７７Ｘ８ －０．０１５Ｘ９ －０．００２３３９Ｘ１０ ＋２２７．３７Ｘ１１

＋２３４１．１９３Ｘ１２－４８２４４．５５３Ｘ１３－１６２４１．１２８Ｘ１４－８６０．６８５

表 ４　 中国省域碳排放中起点高速发展区驱动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驱动方程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河北
Ｙ＝ ０．０１６Ｘ１＋０．００３Ｘ２－０．０１１Ｘ３－８０．６７９Ｘ４－１４２８．３３６Ｘ５－２８１５．３５２Ｘ６ －３０．６３３Ｘ７ ＋１９３．３９９Ｘ８ ＋０．０１６Ｘ９ －０．０００１８９Ｘ１０ ＋６８６．６３１Ｘ１１

＋２８１４．３９４Ｘ１２＋６４３３．２０２Ｘ１３＋２９１５４．５２３Ｘ１４＋１７７５．６４８

辽宁
Ｙ＝－０．１６９Ｘ１－０．００２Ｘ２＋０．０７１Ｘ３－１１９４．９３１Ｘ４－４３０．９６５Ｘ５－９２１．９４３Ｘ６＋１１．８７３Ｘ７＋２８７６．５６Ｘ８＋０．０１５Ｘ９＋０．００１４７Ｘ１０－

４１８．１５９Ｘ１１＋２３２９．７６５Ｘ１２－２１０１．１２１Ｘ１３－３３３２．０１５Ｘ１４－８０６．８７

江苏
Ｙ＝－０．０４９Ｘ１＋０．０１５Ｘ２＋０．０３９Ｘ３－７１１．１９２Ｘ４－７６１．０１Ｘ５－５２４．８８６Ｘ６ －０．１３９Ｘ７ －２６３．１７５Ｘ８ ＋０．０１４Ｘ９ ＋０．０００１８１Ｘ１０ ＋３７２．９９９Ｘ１１ ＋

４５７８．５６４Ｘ１２＋３０００．６５５Ｘ１３＋１７０３７．３８７Ｘ１４＋７０３．２３４

内蒙古
Ｙ＝ ０．０１６Ｘ１－０．００５Ｘ２＋０．００４Ｘ３＋３６３１．７２Ｘ４－９７５．７４８Ｘ５ ＋３３．５７６Ｘ６ －４８．７４７Ｘ７ －３１９．７２５Ｘ８ ＋０．０５９Ｘ９ －０．００９２７５Ｘ１０ －９４８．６６７Ｘ１１ －

８６８６．８５４Ｘ１２－２３４１．５５４Ｘ１３－１４４４１８．０９１Ｘ１４＋１６４．８９１

黑龙江
Ｙ＝－０．１３４Ｘ１－０．０２９Ｘ２＋０．０５１Ｘ３－１５４３．２６６Ｘ４－１９７．０５７Ｘ５－２４１．１４７Ｘ６＋１５．２６３Ｘ７－１６４３．６６３Ｘ８＋０．０４６Ｘ９＋０．０００１１Ｘ１０＋

２０９３．２７８Ｘ１１－１１１７．８４３Ｘ１２＋３７７０．０９２Ｘ１３－１８７０２．６６１Ｘ１４＋１０２２．５１４

浙江
Ｙ＝ ０．０２４Ｘ１－０．００１Ｘ２－０．０１７Ｘ３－８６．２７１Ｘ４－５０．６９Ｘ５－２６．０３７Ｘ６－８．４２８Ｘ７－５５７．５１３Ｘ８＋０．０４１Ｘ９－０．００００８３Ｘ１０＋２９３．４０６Ｘ１１＋

３２６．８５５Ｘ１２＋２４６５．２９８Ｘ１３－３４６３．８４４Ｘ１４＋３１４．７２１

河南
Ｙ＝ ０．１１５Ｘ１＋０．０１３Ｘ２－０．１２６Ｘ３－５１６６．８６１Ｘ４－７３８．０４Ｘ５－５０．２７８Ｘ６－２０．４６５Ｘ７－１６４８．２４７Ｘ８ ＋０．０５Ｘ９ －０．００１２３１Ｘ１０ ＋３７８０．６２１Ｘ１１ ＋

９９６２．０６６Ｘ１２－６２４０．１３Ｘ１３＋２２９６０９．８９１Ｘ１４＋１１０９．６１

广东
Ｙ＝ ０．０１４Ｘ１－０．００６Ｘ２－０．０１４Ｘ３＋３７６．９１３Ｘ４＋４９３．７７４Ｘ５－２４９．３０７Ｘ６－１１．３７１Ｘ７－２４９．５８１Ｘ８ ＋０．００８Ｘ９ －０．００００１７Ｘ１０ ＋５６７．２０８Ｘ１１ －

９３６．７８１Ｘ１２＋５６３８２．６８８Ｘ１３－３８５００．６０２Ｘ１４＋２１７．５０５

７６５４　 １１ 期 　 　 　 义欣　 等：聚类分析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研究发现除部分区域外，省域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敏感性在数值上存在一定趋同性，分异性较弱。 而地区

ＧＤＰ 的正向敏感的最高的省域为青海，其次为山西。 甘肃、辽宁、黑龙江为碳排放负向敏感最高的三省。 地

区 ＧＤＰ 增加值的正向敏感最高的地区为贵州（０．０５５ｍｔ ／亿元）。 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减少碳排放尤为重要，目
前的产业结构对四川、新疆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正向领先于其他省份，而对河北、辽宁等存在较强的抑制作用。
碳排放对自然增长率负向敏感最高的地区为内蒙古，其次为河北与河南。 城镇年底非农人口比例增加对于甘

肃、广西、河南等省的碳排放起到了较强的负作用。 而辽宁、山西和陕西处于高值促进区间。 能源供给是一切

经济活动的基本保障［４７］。 山西、青海、陕西、福建的碳排放对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负敏感，其抑制比约为 ８．１、
１．７、１．５、０．８。 除此之外，其他省域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对于碳排放有较大促进作用。 对此，控制能源消耗是

降低碳排放的关键要素［４８］。 专利授权批准量的敏感度最高的省域为山西，该因素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 大

专及以上受教育人数比例每上升 １％时，河南、黑龙江的碳排放量增加超 ２０ｍｔ，而对于四川、吉林、内蒙古，该
比例呈现较强抑制作用。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ＧＤＰ 对山西、河南、江苏等省的碳排放有较大的正作用，
对内蒙古、山东、福建等省碳排放量则呈现负作用。 各省域的碳排放对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云南、江西、陕西、辽宁，内蒙古等呈抑制作用。 广东和陕西对工业废气治理最敏感。
河南、内蒙古、山西的碳排放对工业废水治理的敏感度远超于其他省份，其中河南为正敏感，山西、内蒙古为负

敏感。
整体而言，不同省域的碳排放变化对各因素的敏感程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一级指标上看经济发

展、能源消耗敏感性的地区分异性较弱，其他指标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地区分异性。 同时，产业结构、
科技发展、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强。 从二级指标上看，第一产业占比 ＧＤＰ、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第三产业占比

ＧＤＰ、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数比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ＧＤＰ、工业废气与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占比 ＧＤＰ 等敏感性最为明显。 结合碳排放发展分类情况看，因子敏感程度的高值多位于中起点高速发展地

区，其次是低起点中速发展和高起点超高速发展地区。 低起点低速发展区的碳排放对各因子的敏感程度

较低。
２．３．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模式聚类分析

驱动因子的贡献度和敏感性分析只停留在单一因子与省域碳排放的单一驱动关系，而聚类更有利于识别

不同省域间碳排放驱动模式的相似性。 进一步根据其驱动模式的相似程度进行分门别类，更有利于不同省域

之间的碳排放分区研究和交流合作、促进区域间的碳排放管理和发展政策的综合提出。 本文基于驱动因子标

准化系数的聚类分析结果，根据其系数的驱动特性将驱动模式分为“正”与“负”，基于标准化系数数值的高低

进行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模式的分级绘制（图 ５）。
从不同省域的碳排放驱动模式来看，省域驱动模式类型的空间分异性较强，同时伴随一定的集聚现象。

其中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区域，除负影响低值区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集聚现象。 研究时段内，长江中下

游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以负作用为主，而黄河流域地区以正作用为主。 新疆、内蒙古、青海、吉林、福建、四
川、广西等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呈现高值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及北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呈现出

正作用的集聚特征。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负值影响的集聚效应明显，集聚区域多以东部为主，呈片状分布在沿

海地区。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正值影响则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其中影响高值区以带状形式分布在西南、西北

地区。 考虑该地区生态环境较为敏感，同时该类地区目前的部分产业结构不合理，多以高排放产业为主，产业

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碳排放对产业结构有着高值的正反馈。 人口增长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异质性，多
以负值影响区为主同时其集聚性较强，正值影响区相对较少。 而正影响高值区域多以对角线形式分布，两端

为云南和黑龙江，部分以团状型集聚在陕西、山西、湖北、重庆等中部地区，低值地区中北京、天津、山东、福建

的人口规模较大， 人口增长带来大量的新生人口，该部分地区目前阶段人口到其环境承载力的距离在缩短。
同时，人口增长引起的当地可用资源不足，可能对附近省份的资源形成掠夺性影响。 人口增长负影响低值区

多以团状分布南方地区，而高值区多呈带状分布于我国的相对高纬地区及广西、四川等地。 人口增长对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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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模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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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负影响区域呈包围状分布于正影响区域周围，这有利于负影响区域引导“中心省”，进一步带动正向影响区

域减排。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正影响区多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部分高值区呈团状分布于中部。 该部分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多数高于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工业发展，进一步加大了碳排放的力度。 而对于负值

影响区，尤其是对黑龙江等城市化负影响高值区而言，城市化水平的增加，带来的是企业结构的调整、工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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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完善和城市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因此碳排放负反馈于城市化水平的增加。 能源消耗对各地区碳排放以正

作用为主，研究区内除山西、陕西、青海、福建等省份外，其他地区能源消耗对碳排放增加都处于正促进区间。
能源消耗对碳排放的正值影响的集聚效应明显，集聚区域呈片状分布。 其中能源消耗正影响高值区以“ε”型
带状分布于长江流域和环渤海沿岸、北方和西南边境。 该类地区多是西部大开发的能源输出和引入省份，需
要考虑调动资源进行资源配置，运输途中进一步加大了能源消耗。 而能源消耗正影响低值区“Ｕ”带状分布于

广东、湖南延伸至甘肃新疆等地区，同时部分于东部沿海地区分布。 科技发展对碳排放以促进作用为主。 科

技发展正低值影响范围较大呈现较明显的集聚现象，团状分布在西北⁃东南等地。 科技发展正影响高值区呈

现“Ｃ”型包围趋势，负影响高值区以吉林、内蒙古、广西、湖南、四川、北京、上海等为主。 该类地区与其他地区

相比较，其科技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有正向影响的区域多数位于南方和部

分沿海地区，其中贵州、重庆、宁夏、湖北、河北等地区的碳排放对工业治理水平有着较大的正反馈，工业治理

费用占比 ＧＤＰ 费用越大，其碳排放就越大，其原因考虑该类地区多数属于季风区，废气废水污染容易被自然

环境降解，当工业治理费用占比 ＧＤＰ 费用上升时，说明该地区的碳排放含量上升到需要人工治理的级别，对
此该类地区工业治理水平对碳排放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负影响区多呈片状分布在西北和北方地

区，其中部分负影响高值区集聚分布于内蒙古、吉林、山西、陕西等省，该部分省份的工业治理有助于促进碳排

放的下降。
从不同发展类的碳排放反馈机制来看，低起点高速发展区与高起点超高速发展区的经济发展对碳排放以

正影响为主，此类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其碳排放力度，导致其碳排放发展速度较快。 产业结构对低起

点低速发展区的碳排放多为正影响，而对中起点高速发展区的碳排放以负影响为主。 人口增长对中起点高速

发展区与低起点高速发展区的碳排放以负影响为主。 人口发展有利于碳排放高速发展区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进一步推动地区实现技术创新与发展，减少了碳排放［４９］。 城市化水平对中起点高速发展区的碳排放多呈现

抑制作用，对于其他发展区则以促进作用为主。 能源消耗对区域减排的负面影响较大，需要引起重视。 而科

技发展对中起点高速发展区的碳排放以正作用为主。 环境规制对低起点高速发展区的碳排放以正作用为主。
总体来看，中国省域的排放驱动模式的分异性较为明显，同时，同类驱动模式容易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

内形成“集聚”现象，这有助于同一模式下的省域碳减排政策的联动，从而实现碳排放的“共治”。

３　 讨论

３．１　 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机制和分类对比

就目前已有的碳排放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相关研究来看，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存在异同。 多数研究

认为 ＧＤＰ、城市化水平等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效率显著正相关，而能

源结构、能源强度、城镇化水平等与碳排放效率显著负相关［２６］。 同时，对该省碳排放量增加起促进作用的因

素不仅包含能源结构还有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２７］。 对甘肃省碳排放而言，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产生增量效

应，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生减排效应［２８］。 人口、人均 ＧＤＰ、第二产业比重与湖南省的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能耗

呈现正相关［２９］。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河北省农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而城镇化率对农业碳排放增长有负向

作用［３０］。 以上有关结果虽然表明碳排放由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直接决定，但仍不能

忽视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归因模型选择与研究尺度确定等细节问题。 基于不同地域尺度、不同驱动机制因素、
不同领域的碳排放衍生对象，缺乏研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尝试基于统一的省域

尺度和同一研究对象，先研究中国整体和省域的碳排放时空格局，后基于同一驱动模型和多种驱动因子对省

域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寻，极大的体现了中国碳排放的整体性的同时也保留了省域的分异性。
国内省域的碳排放类型划分和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 部分学者基于省域级别研究了碳排放量变化及其

影响因素［５０—５２］，研究的尺度统一的同时也包含机制对比，但其结果呈独立状态，缺乏进一步对碳排放机制的

类别划分，驱动状态独立的同时也丧失了整体性，不利于区域间减排机制的联动。 而基于自定分类准则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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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碳排放进行类型划分，其研究的内容仅限于碳强度与脱钩弹性系数［１７］，缺乏了影响机制的探讨。 而本文

对中国各省域的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基于省域的“碳排放及驱动数据”对其增长趋势及

驱动模式进行聚类分析，为省域行政尺度的碳排放机制的横向对比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也为同种驱动模

式下的省域碳减排的机制联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３．２　 中国省域碳排放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机遇期，推动能源消费结构性改善和减污降碳的政策落

实到地方，是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各省域因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碳排放水平和驱动

模式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同时聚类后驱动模式的集聚趋势愈发明显。 而省域存在不同的碳排放驱动模式

意味着驱动因子对各地区碳减排有着不同的效果，因此需重视不同类型的驱动模式和驱动因子在地区碳减排

中的作用。 根据碳排放相关模式的分类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通过省域间合作和地方政策解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趋同”效应，促进东部发达区

域对西北欠发达区域的技术带动，缓解东部地区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碳排放压力，实现区域间社会经济和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负值影响的沿海地区应继续保证其产业的减排优势，保持发展特色产业，积极传

授相关经验，带动其他区域减排。 其它省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联合周边省份建立产业资

源共享链，促进资源互通，减少资源浪费，提升减排效果。 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地区差异，人口增长正值影

响区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应匹配。 扩大城市规模时要重视城市规划。 结合城市化发展，引导中部省份提高

素质的转化率与相关城市建设的紧凑度，实现公共资源和设施的集约利用。 加快建设城市有效绿化带，改善

城市环境，加快减排进程。 对于其他地区，城市化水平政策与人口政策应重视原有碳排放的基础，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 同时，全国多数省份处于能源消耗正影响区，在生产活动中需加快传统能源利用技术的转换升级，降
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和排放水平。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可通过引

导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来优化能源生产结构达到减排目的［５１］。 此外，应加强处在环境规制正影响区的南

方地区的工业污染协同治理。 环境治理是一种跨省域的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在减少工业污

染、节能减排的区域协同中，要从长期的全局利益出发，改变其为了短期局部利益而产生的“逐底竞争”现

象［５２］，实现“共治”。 西北、北方地区的环境规制负值影响区要重视其原本的环境基础，在接受产业转入时慎

重考虑相应的环境效应，并从长远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山水湖田林草沙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财政支持需从

中央落实到地方，加快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各省清洁能源的研发资金投入，促进基础设施服务的绿色化，实
现高碳排放区域的低碳转型。
３．３　 不足与展望

本文基于中国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 ３０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碳排放量数据研究其时空格局，并通过聚类分析的视

角对其发展规模特征和驱动模式开展了研究，对于省域碳排放的“共治”和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有着重要的

意义，为实现地区发展和减排 “两手抓”，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所使用的 ＣＥＡＤｓ 的

碳排放数据为碳排放研究提供了较精准的数据基础，填补了统计数据的能源数据的空白，被国内外学者广泛

应用在碳排放驱动机制、碳排放与经济的脱钩和碳排放预测的研究中，但现有的碳排放量数据年限较短，无法

开展更具时效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态势改变较大，对碳排放演变趋势和空

间特征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可对碳排放量进行进一步核算或拓宽碳排放来源渠道以开展进一步研究。
同时，本文基于 ＰＬＳ 进行驱动机制分析，其模型本质还是回归求解，未来可进一步基于更深层次的非线性模

型进一步探索驱动机制。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３０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 ＰＬＳ 模型对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研

究，并研究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度和敏感性程度，同时基于标准欧式距离的重心法对碳排放数据及驱动

１７５４　 １１ 期 　 　 　 义欣　 等：聚类分析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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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系数进行聚类分析，刻画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对碳排放增长特征和驱动模式进行合理分类。 主要结论为：
（１）从时空格局分布来看，整体上中国碳排放呈现低位平缓波动⁃大幅上升⁃高位缓慢波动的趋势变化，省

域碳排放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格局。 从碳排放模式聚类情况来看，海南、青海、北京等低起点低速发展类

的碳排放趋势呈扁平“Ｓ”型。 碳排放高速发展地区较多，湖南、湖北、四川等低起点高速发展类多分布于中部

地区，碳排放趋势呈现上升“Ｓ”型。 河北、辽宁、江苏等属于中起点高速发展类，碳排放趋势呈扩张“Ｓ”型。 山

西、山东碳排放发展迅猛，远超其他地区，呈现指数“Ｓ”型，属于高起点超高速发展类。
（２）不同省域的碳排放变化对各因素的贡献度及敏感程度均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 经济发展、产业结

构、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消耗等一级指标对碳排放的贡献度较高，其中地区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年底非农人口比例、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等是省域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子。 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科技发

展、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强，第一产业占比 ＧＤＰ、第二产业占比 ＧＤＰ、第三产业占比 ＧＤＰ、大专及以上受教育

人数比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ＧＤＰ、工业废气与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比 ＧＤＰ 等敏感性最为明

显。 因子敏感程度的高值多数集中于中起点高速发展类的省域，其次是低起点中速发展类和高起点超高速发

展类的省域，而低起点低速发展类的省域的碳排放对各因子的敏感程度多属于低值区。
（３）从驱动模式聚类情况来看，省域的碳排放驱动模式的分异性较为明显，同类驱动模式容易在一定的

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集聚”现象。 除负影响低值区外，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较为明显的集聚现象。 产业结

构对碳排放的负值区的集聚效应明显，多呈片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正值影响则体现在中西部地区。 人口

增长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多以负值为主，集聚性较强。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正影响区多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
部分高值区呈团状分布于中部。 能源消耗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区域呈片状集聚分布。 科技发展对碳排放以

正作用为主，其中低值区范围较广且呈集聚现象，高值区呈现“Ｃ”型包围趋势。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有正向影

响区域多位于南方和部分沿海地区，而负向影响区域则多位于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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